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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多个视角的经济学实证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城市应重聚人口以带动密度经济效应，与坚持总量控制、密度疏解的大城市管理实践产

生了“疏解还是重聚”的政策分歧。为此，本研究强调了中国城市规划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及其相关统计事实，发现一部分中国大城市核心城区的

人口密度已快速下降，可能对服务业发展、消费经济和内需提振产生不利影响。在回溯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引介了现代消费城市理

论等学术流派对城市密度效应的新论述，强调了人口密度在需求消费端的重要作用。尽管城市治理需要结合经济、生态、社会等多维绩效进行规

划决策，但在当前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国内需求不足”和“消费抑制之困”，城市规划工作者应充分重视经济学的相关学术发现，并审慎地对

中国大城市的人口规划管控政策开展反思和论证。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mpirical economic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generally argues that China’s large cities should re-agglomerate population 
to achieve the density effect, which has led to a policy decision divergence of “re-agglomeration or dispersion” with the urban plann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reviews the new configura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control in Chinese cities and related statistical facts and found that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core areas 
of representative cities has rapidly declined, which may impos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consumer economy, and domestic 
demand. Based on reviewing classic economic theories, this study introduces new discussions on urban density by economic schools, including the Consumer 
City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urban population density on the demand and consumption side. Although urban governance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erformance such as economy, ecology, and society for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at the current stage, China’s economy is 
facing the main pressure of “insufficient domestic demand”. Urban planners should fully pay attention to relevant academic findings in economics and critically 
review the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f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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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是城市规划者进行建成环境管控的关键参数，

也是经济学（含人口经济学等相关交叉学科领域）考察城市

活动特征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早期阶段，经济

学者 [1]、人口学家 [2] 和城市规划者 [3-4] 普遍认为人口的过快

增长和过高的集聚密度会阻碍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稳定，这

为中国大城市①长期实施的人口增长控制和密度管控政策提

供了理论支撑。然而，随着这些容量管控和密度疏解政策的

持续引导，部分大城市核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已显著下降。与

此同时，新型基础设施和现代化城市治理制度也有效提高了

中国城市的密度承载力，引起经济学界对城市密度展开一系

列的学术实证审视，重新唤起了大城市人口密度管控政策在

新发展形势下的“疏解与重聚之辩”。

笔者梳理了《管理世界》《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经济学（季刊）》《人口研究》《人口学刊》等经济学权威

期刊近期发表的有关城区尺度（不包括市域、省域等区域尺

度）人口密度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普遍发现，在当前阶段，

高密度对中国城市的就业者收入、科技创新、经济增长、服

务业经济和生态环境均表现为积极促进作用（表 1）。陆铭
等学者多次呼吁“城市的集聚效应从未消失”[13]，“人口疏

解未必是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14]，要避免一味地疏解核心

城市人口或限制核心城市人口集聚 [8]。与此同时，城市规划

界也有学者对部分大城市人口的过度流失提出担忧 [15-16]，或

注意到中国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幅度较大、速度较快、城市人

口密度拐点出现相对较早 [17]，但主流的规划工作者仍倾向强

调中国大城市核心地区人口密度过高 [18-19]，或论证高密度环

境对人居福祉的消极影响 [20]，并强调推进建成环境的“中密

度”[21]，以破解高密度导致的“城市病”问题。

针对经济学界与城市规划管理政策之间“当前阶段中国

大城市应坚持疏解还是转而重聚人口密度”的潜在分歧，本

文在强调城市规划工作面临新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整理中国

城市人口密度的部分统计事实，进而回溯经济学界理论论述，

并引介服务业和消费经济时代对城市密度的经济效应阐释。

通过对中国大城市人口密度规划管控政策的审视，为“国内

需求不足”发展压力下的人口密度管控和城市规划政策调适

提供一定参考。

1  中国城市工作的新形势和人口密度的统计事实

1.1  新形势下的新使命：释放内需、促进服务经济增长

并创造价值
近年来，服务业发展和内需消费已逐渐被确立为中国未

来宏观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的重要力量 [22]，不同于快速工业

化时期“聚焦城市生产效率”，未来的城镇化进程更要适应

和推动国民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并缓解

“内需不足的结构性问题”[23-2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

消费长效机制”“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

互动机制”。同时，城市规划界也愈发注意到工业化时期形

成的城乡规划体系已难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并开始

强调在规划工作中创造价值、创造效益和塑造新动能②。因

此，“调适大城市人口密度的规划管控政策，以释放内需和

促进服务经济发展”应成为城市规划工作在新发展形势下的

重要课题 [23]。

事实上，借助于历史同等发展水平（以人均购买力平价

表 1  经济学多维度实证研究中关于中国城市人口密度的学术结论

实证研究维度 主要研究结论

对就业者收入的影响 城市规模越大，密度越高，劳动者获得的工资收入就越高，证明城市聚集的规模和密度都有正外部性 [5]

高就业密度有助于提升技能匹配概率和匹配质量，从而促进城市工资水平提升。大城市经济集聚高、技能匹配效应显著，具有较高工资溢价 [6]

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街区层面的密度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专利产出，体现出高密度发展的创新外溢效应 [7]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城市群整体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来看，人口需要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城市群要多于中心城市人口需要向外疏解的城市群，长三角、山东

半岛、长江中游等城市群的人口分布集聚程度不是过度集聚，而是核心城市人口集聚不足 [8]

低密度的城市空间形态趋于松散化会抑制其人口、工资和房价增长 [9]

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在服务业发展中更具比较优势，为自身和其他城市的制造业赋能，并将在对外服务贸易中发挥更大作用 [10]

人口密度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经济发展，特别是积极影响了居民的服务业消费 [11]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紧凑、高密度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可以显著降低 PM2.5 浓度
[12]

① 本文所称大城市包含城区常住人口 1 000 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 1 000 万以下的特大城市，以及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
上 500 万以下的大城市。

② 详见第一、二届全国城乡规划专业研究生教育年会上专家的相关发言（https://mp.weixin.qq.com/s/VE7LU9Js0JD-BsxuxwOCFg，https://today.hit.

edu.cn/article/2024/12/23/118488），以及赵燕菁在第二届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年会上的学术报告《资源·资产·权益——国土空间规划的创新与

转型》（https://mp.weixin.qq.com/s/35ZS8jkwQuD7L11jp-Zy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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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衡量）的宏观产业经济结构对比，经济学界已多次强

调中国服务业占比严重偏低的客观事实：中国服务业的就业

占比和附加值占比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相差 10 个百分点以
上 [11,22]，居民消费倾向也与发达国家相差约 20 个百分点 [25]，

服务业和消费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扩大明显受到抑制，

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消费抑制之痛”[26]，导致国家福利受损，

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

1.2  消费经济、服务业发展与城市人口密度显著正相关
在充分认识“促进消费和服务业增长已成为城市管理工

作重要使命”的背景语境下，一个基础性统计事实是中国城

市的人口密度与服务业发展、消费经济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笔者选取人文相近、习俗相通的长三角地区 41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统计其建成区整体人口密度与城镇居民实际消费意

愿（即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市辖区服务业增加

值占比①，发现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正相关：人口密度越高，

城镇居民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消费意愿，将更大份额的可支配

收入用于消费支出，市辖区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也将明显提

高（图 1）。
从经济学的角度，城市人口密度与居民消费意愿、服

务业发展的正相关反映了人口密度对服务业发展和刺激消

费经济的重要作用。尽管服务业消费的不可贸易性（non-

tradability）在网络和信息技术时代有所缓解 [27]，但在愈发强

调体验感和个性化的消费经济时代，面对面体验仍是提升消

费经济附加值、释放服务业带动作用的决定性要素 [22]。在较

高的人口密度环境中，服务业企业与居民消费者可以产生高

频的近距离互动，从而激发消费增长，摊薄服务业企业的平

均成本。此外，服务业产品消费表现出更大的收入弹性 [22,28]，

其增长效应将在高收入地区（往往也是高人口密度城市地

区）得到更为充分的释放，进一步加强了人口密度对服务业

和消费经济的正向影响。

1.3  大城市核心区人口密度过快下降可能已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大城市历来被认为具有人口高密度的特征——城区

人口密度不仅显著高于欧美国家的大城市，也往往高于同处

东亚的东京、首尔等全球城市。但实际上，伴随着人口增长

控制政策的持续实施，部分中国大城市核心区的常住人口密

度已显著下降：上海黄浦区常住人口密度已由 2000年的约 4.42
万人 /km2 下降到 2024年的约 2.47万人 /km2，北京西城区常

住人口密度则在同期内下降到 2.16万人 /km2，两者均已明显

低于纽约曼哈顿的人口密度，北京西城区更低于东京丰岛区

（图 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同于一部分中国大城市仍在坚持

的人口导出和功能疏解政策，发达国家大城市的人口政策早

已由疏解转为重聚 [29] ：纽约通过区划重划（rezoning）和市

政建设积极引导曼哈顿的人口进一步集聚 [30] ；东京则强调

“不宜强化引导首都圈向地方圈分散”，并推动人口向东京

市中心的“都心回归”[31]。在中国，部分大城市核心城区在

旧改和人口疏导中经历了常住人口过快下降，导致了市中心

部分优质公共资源与常住人口的短时错配闲置②，可能给城

市经济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应引起公共部门和规划工作者的

重视。

① 除人口数据选用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外，本研究以 2019 年数据来考察长三角城市的消费和服务业发育情况，以规避新冠疫情管控政
策可能导致的消费和服务业数据扭曲。具体的数据来源和计算过程为：人口数据源自《2020 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的城市城区人口，建
成区面积数据源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按城市分列的建成区面积，从而得出各城市建成区整体人口密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源自各市相应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而得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值（个别城市数据缺失）；

市辖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则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② 例如：由于人口导出和旧区改造等种原因，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淮海中路小学在 2024 年秋季学期仅招收到 17 位一年级新生（https://

sghexport.shobserver.com/html/baijiahao/2024/08/28/14119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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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三角地区城市的人口密度与消费意愿、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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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因涉及行政区划调整，上海黄浦区在 2011 年之前数据由原黄浦区和原卢湾区合并计算，北京西城区在 2010 年之前数据由原西城区和原宣武
区合并计算，广州越秀区的 2000 年数据为原越秀区和原东山区合并估算。北京西城区和上海黄浦区的 2000 年常住人口数据来自第六次人口
普查数据，2001—2004 年常住人口数据缺失，2005—2022 年常住人口数据来自《北京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2023—2024 年常住人
口数据来自西城区和黄浦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纽约曼哈顿人口数据来自纽约州政府网站，东京丰岛区人口密度数据来自丰

岛区区役所官方网站。因香港岛缺少历年的建设用地面积数据，本研究选取香港九龙半岛（包括油尖旺区、深水埗区、九龙城区、黄大仙区

和观塘区）作为其核心城区，以其全域面积作为建设用地估算人口密度，相关数据来自历年《香港年报》。

图 2  境内外部分大城市核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变化（2000—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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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密度的经济效应：经典理论和前沿论述

2.1  经典理论：主要关注城市密度在生产端的经济效益
经济学界对城市人口密度经济效应（density effect）[32] 的

讨论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城市规模开展的研究。在 1970 年代，
著名经济学者和规划专家威廉·阿隆索（William Alonso）

从人口的角度来论证城市最佳规模，并认为当时全球的城市

人口规模仍需要继续扩大，以进一步提高生产率 [33]。在随后

的研究中，奇科内等（Ciccone et al.）首先注意到人口或就

业密度与劳动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并强调密度（相比于规

模）更能够准确地反映集聚经济水平，由此，城市密度逐渐

被纳入集聚经济的研究范畴。

实际上，人口密度可视作人口及附属资源的空间集聚程

度，其经济绩效可视作集聚经济的具体表现 [35]。在古典经济

学时期，亚当·斯密就注意到集聚规模有助于扩大市场范围，

通过推动劳动分工提高经济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学者阿尔

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则结合外部性概念解释了

要素集聚带来的优势 [36]，并被后续的经济学者进一步总结为

共享（sharing）、匹配（matching）和学习（learning）三大

作用机制 [37]。此外，20 世纪末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增
长理论也推动了传统经济学框架对城市密度的理解 [38]。其中，

新经济地理学通过构建经济活动的“中心—外围模型”揭示

了企业、人员等要素向大城市集聚的经济规律；新增长理论

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纳入一般均衡模型，强调了集聚与经

济增长互为因果的内生性。

2.2  现代消费经济学派的前沿论述：强调城市密度对需

求端的促进
随着人类社会愈发呈现为消费引领、服务驱动，消费城

市理论（Consumer City Theory）已成为城市经济学普遍关

注的前沿研究动向，并带动了消费和服务业经济时代对密度

经济效益的新认知 [39]。在当代经济学者格莱泽等（Glaeser et 

al.）看来，传统的城市经济学更多强调集聚密度在生产供给

端的好处，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甚至误判了城市集聚密度在

消费需求端的促进作用 [40]。根据城市消费优势学说和内生产

品质量理论 [41]，人口密度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能在消费端

提升城市消费品的垂直差异（产品质量）和水平差异（多样

性），使城市经济和消费者从服务产品的多样性中受益（gains 

from variety）[42-43]。

同时，人口集聚也有助于提高城市内部消费设施的空间

便利性，从而激发非通勤出行并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城市空

间活力 [42]。西方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基于高人口密度的消费

可达性环境将进一步吸引青年居民（特别是青年大学生）集

聚 [44]，从而推动城市建成环境的资本化和城市复兴 [44-45]。

更需指出的是，不同于“线上经济可以消解人口密度重

要性”的流行观点，对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发现，集聚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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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保障数字平台经济规模性、多样性、便利性和适配性的

重要前置条件 [46]，在线上消费和互联网平台经济时代，城市

人口密度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仍将得到强化。

3  对中国大城市人口密度规划管控政策的反思

3.1  明确技术进步下的城市密度效益倒U曲线演进规

律，基于当前技术情景对城市最优密度展开再评估
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达到一定的密度门槛之后，城市

密度的净收益应表现为明显的倒 U 曲线，曲线顶点代表城

市密度增加的边际净收益为 0（集聚正收益 = 拥挤负收益），

被称为“城市最优密度”。在实证研究中，苏红键和魏后凯 [32]

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6—2010 年面板数据测算出中
国城市的最优人口密度（以城区总人口比建成区面积核算）

为 1.3 万人 /km2，这是极具代表性的学术发现，成为中国大

城市密度管控政策的重要学术支撑。

然而，城市密度效益的倒 U 曲线和最优密度值并非一

成不变，而是会随着基础设施技术水平进步和精细化管理能

力提升而持续演进迭代。在城镇化的早期阶段（图 3情景 a），

由于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有限、精细化管理措施不足，密度增

加将快速增加拥挤效应，导致城市密度效益拐点（最优密度

Da）较早出现；随着体力城镇化转向智力城镇化
[47]（情景 b），

地铁等大运量交通设施的普及应用将有效缓解高密度人居环

境的出行压力，移动互联网技术也将切实提升城市精细化治

理的整体水平，进而缓解拥挤效应，提高城市的最优密度值

（Db>Da）。

根据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各市城区人口和《中
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披露的各城市建成区面积，可计算得

到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约为 0.96 万人 /km2， 

明显低于 2006—2010 年技术水平下 1.3 万人 /km2 的最优

密度参考值。对照该历史参考值，北京（1.21 万人 /km2）、 

广州（1.12 万人 /km2）、武汉（1.23 万人 /km2）等大城市

的人口密度已明显偏低，只有深圳（1.82 万人 /km2）、上海

（1.61 万人 /km2）、长沙（1.47 万人 /km2）、成都（1.40 万
人 /km2）等少量大城市略微高出。鉴于中国大城市基础设

施水平和精细化治理能力的快速提升，有必要对城市最优密

度区间的动态变化展开测算，为密度管控政策评估提供依据。

3.2  重视城市人口密度在消费经济和服务业时代的关键

作用，以机制创新变革政府和社会的“收益—成本”分

担机制
如前所述，根据现代消费城市等前沿经济理论，维持一

定的高人口密度对刺激消费经济和促进服务业增长具有重要

的积极意义，这也在相关统计事实中得到验证（图 1）。更
关键的是，现代消费城市理论和相关经济学前沿研究结论均

强调了人口密度在需求消费端的促进作用，这对于面临“有

效需求不足、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发展压力的

当前中国经济而言尤为重要。

在现行的中国城市管理体制之下，地方政府与居民、企

业等社会主体之间的“成本—收益”分担和共享机制表现为

非对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各个城市的人口密度管控

政策 [48]。一方面，在城市密度的收益分配中，居民和企业方

往往得到了更直接的密度收益（如生产效率和薪酬增加、便

捷的公共服务、更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选择、不动产的价值

上升等），而城市政府的正收益更多是经济加速运转带来的

部分间接受益（如在商品经济消费循环中获得税收），表现

为密度收益中的个人和企业部分大于等于政府部分（图 4a

中，Rs ≥ Rg）。另一方面，在城市密度的成本分担中，交通
拥堵、环境污染、应急管理（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等的治

理责任更多地给地方政府带来拥挤成本压力，但个体和企业

可能只承担了其中一小部分（图 4b 中，Cs<Cg）。因此，这
种“收益—成本”的非对称现象往往导致政府净收益曲线

的最优密度小于城市总净收益曲线的最优密度（图 4c 中，

Dg<Dc），导致城市政府产生超前疏解的政策冲动（同样地，
个体和企业往往会向城市过度集聚），损害了城市的密度净

收益福利。

伴随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持续推进，地方政府与

居民、企业之间的城市密度“成本—收益”非均衡格局有

望得到缓解。例如：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有望推动密度

成本的央地共担，可能会为地方政府带来超越自身属地的

集聚收益，但相关治理机制的改革创新还有赖于整体性的

谋划布局。图 3  技术进步下的城市密度净收益倒U曲线变化

a
b

Da

Db

N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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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密度 

图 4  城市密度的收益和成本曲线及其分担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8]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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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强城市人口的多维监测，以活动频度、要素浓度、

区域尺度健全城市人口密度经济绩效的全面认知
限于数据，本文中的城市人口密度研讨只是从常住人口

的角度展开，且仅从建成区和部分核心城区的较大尺度展开

对比，缺乏更精细尺度的人口密度时空分布动态特征解读。

但实际上，高密度大城市也表现出人员高频流动的特征；有

效的人口密度管控不仅要关注静态视角下的居住地人口，还

需要对“实际服务人口”“实有人口”[49] 等动态概念人口展

开追踪监测。基于地铁通勤数据开发出的“曼哈顿人口探索

器”使纽约实现了曼哈顿区逐时人口的动态分析；东京通过

昼夜间人口统计对人口分布特征进行更详细的解读。在中国，

上海黄浦区等地常住人口数量呈一定程度下降，可被理解为

近年来城市更新进程中“居住房屋建筑面积相对减少”“人

均居住面积条件改善”的必然结果（图 5），但是，就业人
口或日间实有人口密度是否伴随“商办等非居住房屋建筑面

积显著增加”而明显增长，以弥补常住人口大幅下降导致的

活力落差，还缺少相关的数据支撑和实证检视。

此外，在常住人口、就业人口和实有人口等密度概念的

基础上，资源要素丰富多样性、物质环境和信息传播的便利

性也是促成经济活力的关键内容。相关学者亦提出“密度、

频度、浓度”的指标框架 [35]，或强调从规模借用视角等完善

对密度效应的认知 [50]，这些应在后续的城市管理实践中予以

关注。

4  结语

当前阶段，中国经济社会正面临“强调内需、注重服

务业发展和消费经济”的结构转变，国家人口发展也呈现出

“增量转向减量”的新形势 [51]，如何在区域人口增减的分化

格局下推动大城市人口分布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有机互动，是

城市规划工作创造价值和谋划新增长点，并支撑中国式现代

化的关键内容。经济学界在近年来的理论研讨和实证发现均

表明，长期实施的人口增长控制和密度疏解政策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大城市的服务业和消费经济增长，未能充

分释放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增长潜力 [35]。

诚然，相较于经济学研究对经济效益的强调，城市规划

的实际工作决策还需要兼顾城市人口密度的经济、生态、安

全等多维绩效 [21]。但考虑到中国经济正面临的“国内需求

不足”压力、规划学者“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不宜过低”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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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判断①、香港等大城市经济转型期的核心区人口密度增长

经验 [52] 以及基于交易成本控制视角的功能疏解机制阐释 [16]，

“审慎地评估、调适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控制和密度疏解

政策”应成为近期城市规划者的重点研讨内容。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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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上海黄浦区的居住和非居住房屋存量面积及人口密度变化（2012—2023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上海市统计年鉴》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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